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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在校園2貼出大字報，攻擊中共北

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和北京大學黨委主要領導人宋碩、陸平、彭珮雲。6月1日，

毛澤東決定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從而點燃了自下而上

衝擊領導的群眾運動的烈火。毛澤東盛讚它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二十世紀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它被公認為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開始的標

誌。

這張大字報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人人皆知的，但是關於它的產生經過，卻長

期存在�疑團，至今說法不一。在中國，最通常、最權威的說法是：這張大字

報是由康生授意聶元梓等人寫成的1，「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康生一

手策劃」，欺騙了毛澤東2。但是持這一說法的人沒有提供可供學者考察分析的

詳細資料來源，有些人對此說表示懷疑。

為澄清問題，筆者翻閱有關的文字材料，收集了幾位知情人的口述資料。

在聯名簽署大字報的七個人當中，筆者收集了聶元梓的口述資料，並直接訪問

了其餘六個人，還以通信方式詢問了與此有關的1966年中共中央理論小組駐北

京大學調查組成員張恩慈，得到了他的答覆。依據這些資料，特別是口述資

料，筆者認為，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不是由康生授意，而是由聶元梓等人主

動寫成的。大字報得到了曹軼歐和康生的支持。康生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最後

由毛澤東決定推向全國。本文將考訂和介紹有關這張大字報的歷史事實。

一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北京大學的黨內矛盾

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的七個署名者都是共產黨員，均來自哲學系，其中

聶元梓是校黨委委員、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趙正義是系黨總支副書記；其餘

五人除了楊克明剛剛調出哲學系外，均為該系教員。一個系的黨組織領導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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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百年中國 黨員為甚麼要攻擊學校黨委和北京市委的領導？要回答這個問題，不能不講到

北京大學的黨內矛盾。

文化大革命以前，北京大學哲學系黨員內部、一部分黨員與學校黨委主要

領導人之間存在�矛盾，這些最初並不十分嚴重的分歧和摩擦與政治運動相交

織，逐漸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激化起來。關於這一點，雖然可能有不盡相同

的評論，但是在歷史事實方面沒有重大的疑問。

1964年夏季至1966年初，北京大學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或

者「四清」）。運動經歷了反覆，牽動了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的領導人，激化了

北京大學的黨內矛盾。

北京大學的社教運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64年夏季至1964年底。

這一時期，以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張磐石為首的社教工作隊，從政治上否定

了北大黨委的工作，斷言北大黨委的方向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方向，北大黨委

書記兼校長陸平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在社教運動中，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

帶頭指責學校黨委書記陸平等人，一些青年教師按照左的錯誤觀點，響應社教

工作組的號召，積極批判校黨委。校黨委節節敗退。北京大學黨委的上級領導

機關北京市委竭力保護北大黨委，與社教工作隊進行抗爭，派北京市委大學工

作部副部長宋碩參加社教工作隊領導班子，派大學部辦公室主任彭珮雲到北京

大學兼任黨委副書記，幫助北京大學黨委抗拒以張磐石為首的社教工作隊的進

攻，但未能挽回局面。

1966年5月25日，北

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

在校園G貼出炮轟北

大黨委主要領導人的

大字報。圖為當時一

呼百應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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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教運動中，哲學系出現這樣一批積極份子並非偶然。運動前，哲學系

部分教員就與校領導關係緊張。究其原因，據說涉及到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校

黨委書記陸平對一批教員的「右傾錯誤」的批判，以及關於60年代初哲學系黨總

支書記（聶元梓的前任）工作作風的爭論。1962年，這位深受陸平器重的黨總支

書記在哲學系黨總支改選中落選。本文無意討論其中的是非，只想指出黨內矛

盾的存在。

從1965年1月至1966年1月是北大社教運動的第二階段。在這段時間2，北

京市委支持北大黨委推翻了社教工作隊的結論，扭轉了北大社教運動的方向。

1964年底，毛澤東批評了劉少奇在社教運動中的方針。1965年1月，中共中

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制定並通過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

題》（簡稱「二十三條」），一方面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

權派，另一方面要求糾正前一階段社教運動中對基層幹部打擊過寬的偏差。在

中共中央，鄧小平和彭真取代劉少奇負責社教運動的領導工作。

中央指導方針以及人事的變化立即導致北京大學社教運動的轉向。1965年

1月，彭真在北京市委的會議上批評北京大學的社教運動；接�，北京市委幫助

陸平推翻了社教工作隊的結論。3月，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

上批評北京大學的社教運動。此後不久，中央書記處決定撤消張磐石的北大社

教工作隊隊長的職務，全面改組工作隊領導班子。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許立

群接任隊長，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任副隊長，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

彭珮雲、戈華參加工作隊領導小組。此後，張磐石受到批評，離開北大。北京

市委又召開北大的幹部和積極份子會議，統一認識，對追隨原工作隊方針的社

教積極份子進行了批評。這次會議進行了大約半年，因其在北京國際飯店舉

行，所以被稱作「國際飯店會議」。1966年1月，北京大學社教運動宣布結束。這

時毛澤東已經發動了對歷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日含的批判，北京市委面臨嚴

重的政治危機。

北京大學前期社教運動的錯誤理應糾正，而聶元梓等人對於批評耿耿於

懷，一直等待�為北京大學社教運動翻案的機會。四個月之後，天翻地覆的變

化到來了。

二　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的產生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是怎樣產生的？它與康生有甚麼關係？這是本文考察

的重點。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的政治局會議，批判彭真、陸定一、羅

瑞卿、楊尚昆，並且正式決定發動文化大革命。5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了全面

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很快傳達到

了北京大學的幹部和黨員。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康生主持的中共中央理論小組派

出以曹軼歐（康生的妻子）為首的調查組進駐北京大學。調查組的任務是調查北

京大學的學術批判情況，實際目的是為整北京市委搜集資料，以及發動「左派」

寫批判文章3。

在北京大學社教運動

的第一階段，社教工

作隊從政治上斷言北

大黨委的方向實際上

是資產階級的方向。

而第二階段，北京市

委支持北大黨委推翻

了社教工作隊的結

論，1966年1月宣布

北大社教結束。聶元

梓等人一直等待�為

北京大學社教運動翻

案的機會。四個月之

後，天翻地覆的變化

到來了。



40 百年中國 根據當時擔任北京大學黨委委員、法律系系主任的陳守一回憶，調查組的

曹軼歐不止一次找他詢問北京大學學術批判情況，並且說北京大學的學術批判

有問題，鼓動陳守一「揭發」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和北京市委領導，但是被陳

守一拒絕4。

曹軼歐動員陳守一向校黨委發難未成，而哲學系的幾位中青年教師卻感到

政治氣候的變化，躍躍欲試了。文革開始以後，這些社教運動的左派，密切關

注�政治形勢的發展，時常聚在一起議論。「三家村」的落難和北京市委的危機

令他們鼓舞。「三家村」的主要人物鄧拓正是北大社教後期工作隊領導人之一，

對彭真、北京市委的否定意味�有可能對北大社教運動進行重新評價。

調查組進校不久，哲學系青年教員、社教後期受過批判的宋一秀、高雲鵬

找到調查組成員張恩慈，談論北京大學的運動。張恩慈在社教運動時也是北大

哲學系教員，運動前期的「左派」。運動結束以後，他從北京大學調到中共中央

馬列學院工作，這次隨調查組返回北大。張恩慈說，調查組到北大是為了調查

學術批判情況。談到北大的運動，他說北大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有點死氣沉沉，

法律系組織師生整理古代平反冤獄的歷史資料，埋頭故紙堆，方向不對。談到

如何打開局面，張恩慈提議串聯左派。而宋一秀、高雲鵬說：「社教運動中的左

派大多數被派到遠郊區搞社教運動去了，很難串聯，是否可以寫大字報、小字

報之類的東西？」張恩慈也拿不准，沒有積極肯定，也沒有斷然否定，只是說

「你們如果寫，也只能貼到黨委辦公室的門口」。意思是說，不能公開張貼。

在這前後，楊克明也見過張恩慈。楊克明原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員，張恩

慈的同事和朋友，社教運動前期的左派，剛剛從北大調到中國科學院電工研究

所工作，仍然住在北大宿舍。楊克明說打算寫一份關於北京大學社教運動的申

訴材料，請張恩慈遞送中央。張恩慈表示，現在向中央遞送材料的人很多，中

央看不過來，遞了也沒有多大用處。楊克明打聽有關政治運動的消息，張恩慈

說彭真確實已經垮台，北京市委、《北京日報》社、教育部已經有大字報了。

在這以後，大約5月20日或者21日，哲學系的幾位教員，楊克明、宋一秀、

高雲鵬、趙正義和夏劍豸相約議論形勢。談話間，聶元梓來訪，也參加進來。

幾個人談到中央的《五一六通知》精神、近來的報刊批判文章，認為社教運動後

期北京市委、北大黨委批判他們時所依據的觀點，如「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左

派整風」等等，正是中央《五一六通知》批駁的觀點。北大黨委陸平、彭珮雲不久

前傳達的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的報告，強調學校黨組織要加強領導、堅

守崗位、遵守紀律等，實際是壓制運動，北京大學運動的方向違背了中央的精

神5。幾個青年人提議寫大字報，批判北京市委和北大黨委。聶元梓建議寫社教

運動問題，但是年輕一些的教員主張要寫就寫現實問題，寫文化大革命。於是

決定從宋碩報告入手，批判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珮雲。

大字報由誰執筆？最初決定以趙正義的一篇現成批判稿為基礎，由宋一秀

改寫。但是修改稿不理想，於是宋一秀重新起草，這是第二稿。接�，幾人又

用大約兩個晚上討論修改文稿。討論中有人提議，問題應當提得更尖銳有力，

鋒芒應當更犀利，要仿照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的筆法，逐一駁斥對方觀

點。因而推楊克明再作修改。

曹軼歐不止一次鼓動

陳守一「揭發」北京大

學黨委書記陸平和北

京市委領導，但是被

陳守一拒絕。哲學系

青年教員找到調查組

成員張恩慈，張提議

串聯左派，並說彭真

確實已經垮台了。大

約5月20日或者21日，

哲學系的幾位教員提

議寫大字報，寫文化

大革命。決定從宋碩

報告入手，批判北大

黨委書記陸平、副書

記彭珮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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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晚，楊克明在北京大學24樓112號房間高雲鵬的宿舍連夜趕寫。他

對文章作了很大修改，幾乎是重寫，完稿時已是25日凌晨三、四點鐘。楊克明

稍稍休息，天已大亮。他把稿件交給高雲鵬，就去電工所上班了。這是第三

稿。

5月25日上午，高雲鵬、宋一秀、夏劍豸、趙正義和遲一步到達的聶元梓在

北大24樓204號房間宋一秀的宿舍討論楊克明的修改稿，集體推敲，邊議邊改，

逐句定稿。其中依照聶元梓提議修改了最後一段，並且加上三句口號：「保ã黨

中央！保ã毛澤東思想！保ã無產階級專政！」這是最後的定稿，由高雲鵬和夏

劍豸各抄寫成一份大字報6。

大字報的標題是〈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甚

麼？〉。文章通篇政治攻擊，其內容早已是眾所周知，這2不再贅述。聶元梓是

哲學系黨總支書記，故第一個簽名。接下來是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當時不

在場，由高雲鵬作主代簽。討論臨近結束時，趙正義去哲學系辦事，委托宋一

秀代簽。再往下是高雲鵬。六個人簽完名以後，宋一秀叫來哲學系青年教師李

醒塵，說明情況。李醒塵欣然簽上最後一個，即第七個名字。1966年5月25日下

午兩點左右，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在北京大學大飯廳的東牆貼出。

以上ø述依據聶元梓以外的六個人的回憶7。他們強調，大字報是他們響

應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所為，醞釀過程中向張恩慈打聽過消息，但是在貼

大字報這一點上，沒有得到明確的支持，更談不上有人指使；實際上，大字報

是由青年教師發起並執筆寫成的，聶元梓是參加者，而不是中心人物，沒有她

的參加，大字報也會出台。張恩慈的回憶與這些教師的說法基本一致。

聶元梓的回憶也說大字報是楊克明等青年教員首先提議的，然而，她提出

了一個其他人未曾涉及的關鍵性情節：大字報醞釀期間她見過康生的夫人、調

據聶元梓以外的六個

人的回憶，大字報是

他們響應中央《五一

六通知》的精神所

為，沒有人指使；實

際上，聶元梓不是中

心人物，沒有她的參

加，大字報也會出

台。圖為聶元梓向學

生演講。



42 百年中國 查組組長曹軼歐，並且得到了曹軼歐的支持。

聶元梓說：楊克明提議寫大字報，她覺得不錯，但是考慮到要請示上級。

與楊克明商議後，她通過張恩慈與曹軼歐取得聯繫。曹軼歐在調查組住地與她

見面，當時還有楊克明、張恩慈和曹軼歐的一個秘書在場。聶元梓沒有提大字

報要寫甚麼，只是問：「能不能給北大黨委書記陸平貼大字報？」曹軼歐說：

「能。」又說，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是綱領性文件，只要符合通知的精神就行，

要很好地學習《五一六通知》。聶元梓回憶說，她和楊克明聽到曹軼歐的答覆後

很高興，回到學校又告訴了其他人，他們也很受鼓舞8。

對於聶元梓所說面見曹軼歐一事，大字報的其他六位署名人以及張恩慈無

一例外地說不知道。楊克明和張恩慈對聶元梓稱會見時他們在座這一點，斷然

否定，並且表示氣憤和無可奈何，他們說聶元梓在編造假話9。

對於相互衝突的回憶，筆者認為：聶元梓完全憑空捏造的可能性不很大，

而其餘的人也沒有必要在近三十年2串通一氣，否定事實bk。比較大的可能性

是：聶元梓見過曹軼歐，並且討回一個「能」寫大字報的「上級精神」，但是其他

人沒有參與，也不知情。聶元梓與其他當事人的回憶雖然存在矛盾之處，但是

都說明大字報的發起和醞釀是北大教師自主進行的，而不是康生或其他人指使

的。

三　毛澤東的決策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北京大學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大字報貼出的當天，

北京大學就出現了一千多張大字報，最初多為支持聶元梓的，但是維護校領導

的大字報很快佔了上風。以後幾天，很多人指責聶元梓等人是反黨的大陰謀

家，是鄧拓「三家村」的忠實ã士bl。

5月25日，大字報貼出後幾小時，高教部部長、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蔣

南翔來到北京大學。接�，國務院外事辦公室負責人張彥、華北局第一書記李

雪峰先後到北京大學，重申中央關於運動中貼大字報要「內外有別」的精神，傳

達了周恩來的補充指示，要求嚴格遵守黨和國家的紀律，內外有別。北大黨委

當夜緊急召開全校黨員大會，傳達中央和華北局領導的指示。領導人批評的�

眼點是公開張貼大字報違背了「內外有別」的精神。李雪峰提出可以將大字報撕

下來，或者用新的大字報將之覆蓋起來。他們雖然沒有反對貼大字報的形式，

也沒有評論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的內容，但這已經足以使大字報的作者陷入被

動bm。

調查組的張恩慈在大飯廳看到大字報，才知道這些昔日的同事有這麼一個

舉動。他知道事情非同小可，找到大字報的作者了解情況，索取了大字報的抄

件。又一日，深感政治壓力的楊克明問張恩慈：「我們寫的大字報到底有沒有問

題？」很快，張恩慈打電話給楊克明，提出領他去見曹軼歐。兩人來到西頤賓館

曹軼歐住處，曹軼歐看過大字報底稿以後表示，這張大字報沒有甚麼不對。她

詢問了楊克明的年齡、工作，並對楊克明說這種事情要謹慎。大字報的底稿留

正當聶元梓等人的大

字報在北京大學遭到

反擊的時候，康生向

遠在杭州的毛澤東報

告了情況。毛澤東在

6月1日中午見到大字

報的內容，馬上打電

話給康生、陳伯達，

要求在電台廣播。毛

澤東還說：這張大字

報是二十世紀60年代

北京公社的宣言，比

巴黎公社意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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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曹軼歐處，是楊克明在5月25日早晨交給其他人討論的那一份原件，上面有

聶元梓和其他人修改的筆bbn。

正當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北京大學遭到反擊的時候，康生向遠在杭州的

毛澤東報告了聶元梓等人大字報的情況bo。毛澤東在6月1日中午見到大字報的內

容，馬上打電話給康生、陳伯達，要求在電台廣播，並且寫了如下批語：「此文

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

壘從此可以打破。」bp當天下午四時，這個批示從杭州傳達到康生、陳伯達手

中。毛澤東還說：這張大字報是二十世紀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

意義更大。康生找了王力、關鋒和曹軼歐，向他們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求

他們按照毛澤東的精神寫一篇評論員文章bq。

當晚，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各地聯播節目中播發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

內容。6月2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一個大

陰謀〉為題，全文刊登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

的一張大字報〉。這篇評論員文章的重要之處是傳達了這樣的信息：毛澤東的指

示、他本人的思想高於黨的組織紀律；號召人們打破原有紀律的約束，向任何

反對毛澤東的人進攻，不論其職位有多高、資格有多老。

兩個月後，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

寫到：「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

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同一天，毛澤東為這篇評論寫了如

下一段批語：「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在

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幹部對於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

抵制。」從這兩段文字不難看出毛澤東為甚麼如此看重並支持聶元梓等人的大字

報。他要自下而上發動群眾運動，超越正常組織機構、制度、紀律的約束，衝

擊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司令部」、「資產階級反動學術

權威」，解決以往運動及常規運動方式沒有解決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毛澤東有

一段經常被引用的講話：「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

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

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

面。」br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正是提供了毛澤東所期待的，從基層發動群眾衝擊

「走資派」的樣板，廣播這張大字報就是向全國推廣這種運動形式。事實表明，

全國性自下而上衝擊當權派和學術權威的群眾運動狂潮，正是從北京大學的第

一張大字報開端的。

四 　結　論

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涉及三部分人：聶元梓等北京大

學的幹部和教師、康生和他下屬的曹軼歐等人以及毛澤東。

這張大字報是由聶元梓等人發起，而不是受人指使寫成的。促使他們寫大

字報攻擊北京大學領導的直接原因是：第一，在一系列政治運動，特別是在社

毛澤東如此看重並支

持聶元梓等人的大字

報的原因，是它提供

了毛澤東所期待的，

從基層發動群眾衝擊

「走資派」的樣板，廣

播這張大字報就是向

全國推廣這種運動形

式。全國性自下而上

衝擊當權派和學術權

威的群眾運動狂潮，

正是從北京大學的第

一張大字報開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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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矛盾的激化、康

生等文革派人物的推

動、毛澤東的政治需

要和決策，是北大第

一張大字報出世的三

步曲，也是文化大革

命中常見的群眾性樣

板產生的模式。至於

大字報貼出以後造成

「天下大亂」，從根本

上說，是由毛澤東的

文化大革命戰略決定

的，是作者們始料不

及的。

教運動中被激化的北京大學黨內矛盾。聶元梓等人在社教運動中因為左的錯誤

被批判以後不服氣，力圖翻案。當然，除此之外還有更廣大的社會政治背景。

第二，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號召。1966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發動

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已經傳達到基層並且被廣泛宣傳。在敏感的文化教育界，不

少左派已經醞釀行動，例如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哲學研究所的吳傳啟等

人於5月23日貼出大字報，攻擊學部領導人楊述。教育部也有人寫了大字報。北

京大學大字報是當時政治運動和思潮的產物，它在醞釀過程中也從調查組得到

了信息和支持。

康生以及曹軼歐的作用主要有：第一，促進和支持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

報bs。曹軼歐及其領導的中央理論小組調查組在大字報貼出前後對發起者表示了

支持，這對促進大字報的出台和穩定作者們的信心至關重要。

第二，康生不失時機地向毛澤東呈報大字報的內容，對毛澤東及時了解大

字報並進而決定支持大字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澤東關於大字報的指示，

最初也是通過康生傳達的。

曹軼歐確實在北大發動陳守一批判黨委，但是沒有證據證明康生策劃聶元

梓等人寫大字報。不僅如此，根據王力回憶，康生對聶元梓的看法很不好，常

在中央文革小組講聶元梓的壞話bt。應當客觀地說，康生、曹軼歐促進了聶元梓

等人大字報的問世並且支持了它，但不曾策劃或者指使聶元梓等人寫大字報。

毛澤東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也是決定北大第一張大字報命運

和歷史作用的人。北京大學對全國文化和政治具有傳統的影響，北大第一張大

字報的示範作用，是非同一般的。毛澤東深知這一點，他盛讚大字報的真正動

機，是把它當作發動群眾運動的重要步驟。聶元梓等人寫大字報是針對北大黨

委書記陸平等人的，至於大字報貼出以後造成全國性的影響，成為「天下大亂」

的起點，從根本上說，是由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戰略決定的，是作者們始料不

及的。

基層矛盾的激化、康生等文革派人物的推動、毛澤東的政治需要和決策，

是北大第一張大字報出世的三步曲，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常見的群眾性樣板產生

的模式。

最後應當說明，本文是依據現有資料，特別是口述資料，對有關歷史事實

的初步考察，相信隨�檔案文獻的公開以及資料的豐富，事實會得到進一步

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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